
第 １９ 卷 第 ３ 期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９， Ｎｏ．３
Ｍａｙ， ２０１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５－１４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机制与政策研究” （１５ＺＤＣ０２６）
作者简介：吕建兴，男，广州大学经济与统计学院讲师，博士；曾小溪，男，新华社瞭望智库副研究员，博士后；

汪三贵，男，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小溪为本文通信作者。
① “五个一批”工程包括：发展生产脱贫、易地搬迁脱贫、生态补偿脱贫、发展教育脱贫和社会保障兜底。

【精准扶贫理论与实践】

扶持政策、社会融入与易地扶贫
搬迁户的返迁意愿

———基于 ５ 省 １０ 县 ５３０ 户易地扶贫搬迁的证据

吕建兴 １，曾小溪２，汪三贵３

（１． 广州大学 经济与统计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２．新华社 瞭望智库，北京 １０００７７；
３．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扶贫研究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摘 　 要：易地扶贫搬迁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的重大民生工程，如何让已搬迁户在迁入

地“稳得住”是易地扶贫搬迁工程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 本文基于 ５ 省 １０ 县 ５３０ 户易地扶贫搬迁的

数据，在控制样本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以及搬迁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利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实证分析了扶持

政策和社会融入对搬迁户返迁意愿的影响。 研究发现，政府提供就业机会的扶持政策和搬迁户自我

身份认同、邻里互助的社会融入能够显著降低搬迁户的返迁意愿；而政府提供产业发展支持、金融贷

款支持、社会保障支持的扶持政策和参加当地村（居）委会选举投票的社会融入对降低搬迁户返迁意

愿的作用不明显。 利用返迁意愿的不同测量方式、考虑样本选择偏误，证实了上述结论的稳健性。
这些结论意味着，在政策制定和执行时，应强化政策供给与需求的有效对接，注意政策发挥效果的时

滞性，落实短期和中长期政策的搭配使用；此外，政府除了提供经济扶持政策，还要重视和解决搬迁

户的社会融入问题，确保搬迁户在迁入地能够“稳得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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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中国农村扶贫开

发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 》 《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 《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等政策文件持续强调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消除绝对贫

困。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如何有效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当前国家、社
会面临的重要问题。

易地扶贫搬迁是实施精准扶贫的重要抓手，是“五个一批”工程①的重要脱贫措施，是 ２０２０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的重大民生工程。 根据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

《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 ，计划到 ２０２０ 年实现近 １０００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易地

扶贫搬迁工作，解决“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地区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 为了达到“确保搬迁

对象尽快脱贫，从根本上解决生计问题”的发展目标，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加大财政投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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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政策等举措，确保贫困人口“搬得出、稳得住、有事做、能致富” 。 ２０１７ 年易地扶贫搬迁工作

已经有序开展，部分贫困人口已经实现搬迁，为实现脱贫走出了坚实的一步。 但易地扶贫搬迁

不仅是要解决怎么搬、搬谁、如何搬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怎么实现稳得住、能致富问题 ［１］ 。 已

搬迁户能否“稳得住” ？ 哪些因素影响搬迁户的返迁意愿？ 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有序推进易地扶

贫搬迁工作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易地扶贫搬迁等工程性移民搬迁中，中央及地方政府的一系列扶持政策是搬迁户在迁入

地能否“稳得住”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当前移民搬迁后续工作的重点。 但在众多扶持政策中，
哪些扶持政策对降低搬迁户返迁意愿能够起到积极作用尚未得到证实。 同时，由于搬迁后，搬
迁户原有的社会关系断裂、社会支持衰弱 ［２］ ，他们是否返迁以及是否再迁移，不仅受个人、家庭

特征以及比较在迁入地与迁出地获得效用的影响，而且也受迁入地社会融入的影响 ［３］ 。 社会融

入情况体现了搬迁户在心理层面对迁入地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大量的研究证实提高社会融入程

度能够提高流动人口在迁入地定居的意愿 ［３－５］ 。 为此，从扶持政策和社会融入两个视角综合考

察搬迁户（流动人口）返迁意愿对于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的有序开展，学术界对于易地扶贫搬迁的研究也逐渐丰富，大体可

将现有研究归为三类：第一类主要讨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形成、执行过程和演进特征 ［１，６－７］ ；
第二类基于调查数据总结全国以及地方易地扶贫搬迁的基本现状、存在问题以及搬迁户的识

别 ［８－９］ ；第三类基于地方调研数据分析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减贫、生计的影响 ［１０－１１］ 。 此外，学者

们关于移民搬迁的研究也较为丰富，而且主要关注搬迁户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及生计重塑问

题 ［２，１２－１３］ 。 综上可见，虽然学者们关于易地扶贫搬迁及移民搬迁的研究做了较为丰富的探索，
但还存在以下两方面的不足：第一，尚没有研究回答易地扶贫搬迁（或移民搬迁）的搬迁户能否

“稳得住”以及哪些因素影响搬迁户的返迁意愿问题。 第二，大量研究都是基于个别地区的调

研数据而展开分析，少有研究基于多个省市展开系统分析。 据此，本文拟基于全国 ５ 省 １０ 县

５３０ 户抽样调查数据，从扶持政策和社会融入两个视角实证分析易地扶贫搬迁中搬迁户返迁意

愿的决定因素，以期为科学制定和完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理论与实证研究非常丰富，包括经典的推拉理论 ［１４－１５］ 、城乡二元经济结

构模型 ［１６－１７］ 、城乡人口迁移模型 ［１８］ 等。 其中推拉理论可为本文所研究的搬迁户返迁意愿提供

理论支撑。 推拉理论认为迁出地的就业、教育、医疗、生产、自然灾害以及社会关系等因素形成

了劳动力迁移的推力，而迁入地的就业机会、工资待遇、医疗和教育等因素形成了劳动力迁移的

拉力，在推力和拉力的共同作用下决定了劳动力迁移的意愿和行为 ［１４，１９］ 。 Ｌｅｅ［１５］ 进一步将迁移

过程中的中间障碍因素和个人因素纳入推拉理论，以期解释在面临相同的推力和拉力时，劳动

力迁移决策的差异。 搬迁户（移民）的返迁意愿与行为本质上也是劳动力迁移，其返迁意愿也

可用推拉理论加以解释。 迁入地的就业机会、教育、医疗、社会融入与迁出地的耕地、住房、生活

习惯、社会网络等方面共同决定了流动人口是否有返迁意愿与行为决策 ［４，２０］ 。
有研究进一步从制度和政策扶持讨论劳动力迁移的决定因素，如 Ａｈｉｔｕｖ 和 Ｋｉｍｈｉ、Ｋｎｉｇｈｔ 和

Ｇｕｎａｔｉｌａｋａ、程名望等 ［２１－２３］ 发现诸如户口、社会保障、培训以及是否参加工会等制度和政策因素

对劳动力迁移决策具有显著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与传统城乡人口迁移所不同的是，在工程项

目移民搬迁、易地扶贫搬迁等劳动力流动模式中，不管是基于行政命令还是生活环境等因素的

限制，短期内这些搬迁户的生产、生活等社会系统受到巨大冲击，基本生活保障来源被迫中断，
可持续生计非常脆弱，他们极易陷入贫困陷阱 ［２４］ 。 同时，与诸如三峡工程的移民搬迁不可返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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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同的是，若以自愿性搬迁为主的易地扶贫搬迁户在迁入地生计不可持续，那么这些搬迁户

极有可能返迁回原居住地。 为此，迁入地的制度安排与扶持政策是搬迁户生计来源和生计策略

的重要保障，也是搬迁户能否在迁入地“稳得住”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移民搬迁后

续工作的工作重点。 为此本文提出假说 １：
Ｈ１：政府提供的扶持政策越完善，搬迁户的返迁意愿越低。
搬迁户在迁入地不仅有在就业机会、收入水平、医疗、教育等层面的经济需求，而且还有在

情感、社会归属和社会认可等层面的心理需求 ［２５］ ，特别是在面临原有的社会关系断裂的背景

下，获得迁入地社会支持的心理需求更加强烈。 搬迁户若在迁入地能够得到迁入地社会的支持

和接纳，能够在情感、心理等方面得到满足，形成主人翁意识，从而不会陷入边缘化和被排斥的

边沿，那么其返迁意愿也相对较低。 通常可用社会融入来衡量流动人口在迁入地的经济和心理

适应情况。 社会融入是搬迁户不断融入迁入地，逐步同化和减少排斥的过程。 近些年较多研究

关注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状况，认为社会融入程度越高，或社会排斥越低，流动人口在城市定居

的意愿也越强 ［３，２５］ 。 Ｗａｎｇ 和 Ｆａｎ［２７］ 指出社会适应和文化适应程度较高的农民工，城市归属感

较高。 张华初等 ［２８］ 发现经常同老乡、本地人及其他外地人交往、积极参与社区活动有利于提高

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 梁土坤 ［２９］ 从城市适应角度讨论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发现经济适应、
社会适应显著影响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 在以人为本的易地扶贫搬迁中，在面临生活习

惯、社会网络、习俗文化等方面巨大差异的情况下，若搬迁户在迁入地受到社会排斥或社会融入

程度不高，他们还可能返迁回原居住地，特别是存在任务式搬迁或搬迁过于激进时，这种情况更

容易发生。 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２：
Ｈ２：搬迁户社会融入程度越高，返迁意愿越低。

三、计量模型与数据

（一）计量模型与变量选择

本文主要研究扶持政策和社会融入对搬迁户返迁意愿的影响，其中被解释变量为搬迁户的

返迁意愿，并以“您未来回到原居住地的可能性”作为搬迁户返迁意愿的代理变量。 同时，利用

“您是否打算在现居住地长期居住（五年及以上） ”作为返迁意愿的代理变量做稳健性检验。
搬迁户回答“您未来回到原居住地的可能性”的选择包括“非常可能” “比较可能” “不确

定” “比较不可能” “非常不可能”这 ５ 种选项。 首先，本文直接将这 ５ 种选择的有序多分类变量

作为因变量，并利用有序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估计；进一步，将这 ５ 种选择处理为可能返迁和不可能

返迁的二元返迁意愿以作稳健性检验。 对于有序多分类变量的计量模型为：
ｒｅｔｕｒｎ＿ｐｒｏ∗

ｉ ＝ α＋βｐｏｌｉｃｙ ｉ＋δ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χＸ＋θ ｊ＋ε ｉ （１）
其中，ｒｅｔｕｒｎ＿ｐｒｏ∗

ｉ 表示搬迁户 ｉ 返迁意愿的潜变量，ｐｏｌｉｃｙ ｉ 表示扶持政策，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 表示社

会融入情况，Ｘ 为控制变量，θ ｊ 为地区固定效应，ε ｉ 为随机扰动项。 虽然搬迁户的返迁意愿是无

法直接观测的潜变量，但与返迁意愿存在如下关系：

ｒｅｔｕｒｎ＿ｐｒｏ ｉ ＝

１，ｒｅｔｕｒｎ＿ｐｒｏ∗
ｉ ≤Ｃ１

２，Ｃ１＜ｒｅｔｕｒｎ＿ｐｒｏ∗
ｉ ≤Ｃ２

３，Ｃ２＜ｒｅｔｕｒｎ＿ｐｒｏ∗
ｉ ≤Ｃ３

４，Ｃ３＜ｒｅｔｕｒｎ＿ｐｒｏ∗
ｉ ≤Ｃ４

５，Ｃ４＜ｒｅｔｕｒｎ＿ｐｒｏ∗
ｉ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ï

（２）

其中，ｒｅｔｕｒｎ＿ｐｒｏ ｉ 表示搬迁户 ｉ 的返迁意愿，Ｃ１，…，Ｃ４ 为切点的待估参数。 当 ｒｅｔｕｒｎ＿ｐｒｏ∗
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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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１ 时，表示搬迁户非常不可能返迁；当 Ｃ１＜ｒｅｔｕｒｎ＿ｐｒｏ∗
ｉ ≤Ｃ２ 时，表示搬迁户比较不可能返迁；当

Ｃ２＜ｒｅｔｕｒｎ＿ｐｒｏ∗
ｉ ≤Ｃ３ 时，表示搬迁户不确定是否返迁；当 Ｃ３＜ ｒｅｔｕｒｎ＿ｐｒｏ∗

ｉ ≤Ｃ４ 时，表示搬迁户比

较可能返迁；当 Ｃ４＜ｒｅｔｕｒｎ＿ｐｒｏ∗
ｉ 时，表示搬迁户非常可能返迁。

１．核心解释变量———扶持政策（ ｐｏｌｉｃｙ） 。 为保证搬迁户能在迁入地“稳得住” ，中央及地方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 在本项目的问卷调查中，设计了 １０ 类扶持政策（回答为选 ３ 项最

为重要的扶持政策） ，主要包括提供本地（外地）就业机会、劳动技能培训、发展（非）农业产业、
提供贷款、收入补贴、提供社会保障等。 基于这些扶持政策的特征和样本量限制，本文将这 １０
类扶持政策分为 ４ 类，即提供就业机会（提供本地、外地就业机会和提供劳动技能培训） 、提供

产业发展支持（发展非农业 ／农业产业） 、提供金融贷款支持（提供贷款、收入补贴）和提供社会

保障。 由此可以识别哪些类别的扶持政策能够有效降低搬迁户的返迁意愿。
２．核心解释变量———社会融入（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 当前社会学领域对社会融入已有较为成熟的

认识，衡量指标体系也较丰富。 Ｇｏｒｄｏｎ［３０］ 基于结构和文化两个角度分析社会融入问题，Ｊｕｎｇｅｒ－
Ｔａｓ、Ｅｎｔｚｉｎｇｅｒ 和 Ｂｉｅｚｅｖｅｌｄ［３１－３２］ 进一步从政治和经济两个角度，将社会融入理论扩展至四维，任
远、乔楠 ［２６］ 从自我身份认同、对城市的态度、与本地人的互动、感知的社会态度来衡量社会融入

程度，刘建娥、周皓 ［３３－３４］ 研究了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融入情况。 参阅这些研究成果，并结合调

查数据的实际情况，本文从社区融入、自我身份认同和政治参与这三个维度来揭示搬迁户的社

会融入情况。 其中，社区融入用“邻里之间是否相互帮助”来衡量，若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说明搬

迁户的社会融入程度较高；自我身份认同用“与原居住地相比，搬迁户认为在迁入地所处的社会

层级是否改善”来衡量，若搬迁户认为自己所处的社会层级有改善，说明搬迁户在迁入地的社会

经济地位有所提高，进而社会融入较高；政治参与用“是否参与居住地村（居）委会选举投票”来

衡量，若搬迁户积极参与迁入地的政治活动，说明社会融入较高。
３．控制变量。 参考王子成、赵忠 ［３５］ 、石智雷、薛文玲 ［３６］ 等关于劳动力回流的相关研究以及

易地扶贫搬迁的现实情况，本文尽可能控制影响搬迁户返迁意愿的其他因素，以此避免由于遗

漏重要解释变量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主要控制了两类变量：第一大类控制变量为被访问

者的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主要包括被访问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情况、身体健康状况、外出务

工经历以及子女情况。 现有大量劳动经济学的相关研究表明，流动人口的迁移决策与个人特征

和家庭特征紧密相关。 第二大类控制变量为与搬迁相关的影响因素，包括迁出地耕地流转情

况、是否全家搬迁、户口是否迁移、原住宅是否拆迁、搬迁距离、安置方式等方面。 这类控制变量

与搬迁户是否返迁具有重要关系，如原居住地耕地流转比例越高，搬迁户频繁返回原居住地耕

作的可能性较低，返迁意愿也可能较低；同样，若全家一起搬迁（特别是老人跟随变迁） ，那么搬

迁户返迁的可能性也较低。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课题组于 ２０１７ 年 ７—８ 月对湖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

和甘肃 ８ 省（自治区）开展的易地扶贫搬迁专题跟踪调研。 由于湖南、广西和甘肃已完成搬迁户

的样本较少，为此本文重点考虑剩余的 ５ 个省（自治区）已完成搬迁的农户。 考虑到进行省—
县—镇—村抽样调查的难度以及人力和物力的限制，本文样本的选择过程如下：首先由省级扶

贫部门推荐省内 ４ 个调研县，课题组随机抽取 ２ 个县，每个县再随机抽取 １２８ 户。 调查形式采

用一对一问卷调查的形式，调研对象为户主或最清楚家庭情况的家庭成员。 本文的有效样本共

计 ５３０ 户，调查范围覆盖武陵山片区、秦巴山片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乌蒙山片区 ４ 个片区的

１０ 个片区县。 每个省的样本量差异不大，其中四川省和云南省样本较多，分别占 ２４． １５％和

２３．９６％，而贵州省样本量较少，占 １４．３４％，湖北省占 １７．１７％，陕西省占 ２０．３８％。
从调查样本的基本特征来看，已完成搬迁的 ５３０ 户中，受访者男性占 ８９． ０６％，平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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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９７岁，平均受教育年限 ４．２２ 年，平均外出务工或经商的年限为 １．７７ 年，９４．１５％的搬迁户属

于建档立卡的贫困户。
从返迁意愿来看，７９． ４３％非常肯定地表示不可能返迁①，而 ２０． ５７％的搬迁户表示可能返

迁。 其中，湖北省和四川省有返迁意愿的比例高于平均值，分别达 ２９． ６７％和 ２５． ７８％；而云南

省、陕西省和贵州省搬迁户返迁意愿相对较低，分别仅为 １７．３２％、１６．６７％和 １１．８４％。 具体变

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１。
表 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ｒｅｔｕｒｎ＿ｐｒｏ１ 返迁意愿的代理变量 １ 非常不可能 ＝ １，比较不可能 ＝ ２，

不确定 ＝ ３，比较可能 ＝ ４，非常可

能 ＝ ５

１．６３６ ０．９６１ １ ５

ｒｅｔｕｒｎ＿ｐｒｏ２ 返迁意愿的代理变量 ２ 可能返迁 ＝ １，否则 ＝ ０ ０．２０６ ０．４０５ ０ １

ｒｅｔｕｒｎ＿ｐｒｏ３ 返迁意愿的代理变量 ３ 打算在迁入地居住 ５ 年以内 ＝ １，

否则 ＝ ０

０．１６２ ０．３６９ ０ １

ｊｏｂ 提供就业机会 是 ＝ １，否 ＝ ０ ０．３７４ ０．４８４ ０ １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ｕｐｐｏｒｔ 提供产业发展支持 是 ＝ １，否 ＝ ０ ０．３１９ ０．４６６ ０ １

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ｕｐｐｏｒｔ 提供金融贷款支持 是 ＝ １，否 ＝ ０ ０．１１３ ０．３１７ ０ １

ｓｏｃｉ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提供社会保障支持 是 ＝ １，否 ＝ ０ ０．１５７ ０．３６４ ０ １

ｖｏｔｅ＿ｉｎｖｏｌｖｅ 参加 现 居 地 村 （ 居 ） 委 会 选 举

投票

是 ＝ １，否 ＝ ０ ０．８０４ ０．３９８ ０ １

ｓｏｃｉａｌ＿ｒａｎｋ 社会层级改善 是 ＝ １，否 ＝ ０ ０．６９４ ０．４６１ ０ １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ｅｌｐ 邻里之间相互帮助 是 ＝ １，否 ＝ ０ ０．７９１ ０．４０７ ０ １

ｌ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原居住地耕地流转比例 ／ ％ 耕地流转面积 ／ 家庭总耕地面积 ０．０８５ ０．２４２ ０ １

ｈｕｋｏｕ＿ｍｏｖｅ 户口迁移 是 ＝ １，否 ＝ ０ ０．０７０ ０．２５５ ０ １

ｆａｍｉｌｙ＿ｍｏｖｅ 全家一起搬迁 是 ＝ １，否 ＝ ０ ０．８００ ０．４００ ０ １

ｏｌｄ＿ｈｏｕｓｅ＿ｒｅｍｏｖｅ 原居住地旧房拆迁 是 ＝ １，否 ＝ ０ ０．３２１ ０．４６７ ０ １

ｓｅｔｔｌｅ＿ｍｏｄｅ 安置模式 集中安置 ＝ １，分散安置 ＝ ０ ０．７２６ ０．４４６ ０ １

ｆａｍｉｌｙ＿ｈｅａｌｔｈ 健康情况 健康 ＝ １，不健康 ＝ ０ ０．５５８ ０．４９７ ０ １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家庭有小孩 是 ＝ １，否 ＝ ０ ０．４０４ ０．４９１ ０ １

ｗｏｒｋ＿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外出务工经历 是 ＝ １，否 ＝ ０ ０．３５３ ０．４７８ ０ １

ｇｅｎｄｅｒ 性别 男 ＝ １，女 ＝ ０ ０．８９１ ０．３１２ ０ １

ｌｎａｇｅ 年龄 年龄的对数 ３．９６３ ０．２２９ ２．９９６ ４．４６６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受教育情况 没上学 ＝ １，幼儿园 ＝ ２，小学年级

数 ＝ ３ ～ ８，初中年级数 ＝ ９ ～ １１，高

中年级数 ＝ １２ ～ １３

６．０１３ ３．４６１ １ １３

四、估计结果与讨论

（一）基准估计结果

利用有序多分类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在控制省、县和镇固定效应下，考察扶持政策和社会融入对搬

迁户返迁意愿的影响。 表 ２ 第（１） 、（２）列为扶持政策的估计结果，第（３） 、（ ４）列为社会融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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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结果，第（５） 、（６）列为综合考虑扶持政策和社会融入的估计结果；第（１） 、（３） 、（５）列加入

了与搬迁相关的控制变量，第（２） 、（４） 、（６）列进一步加入搬迁户家庭及个人特征的控制变量。
从估计结果看，伪 Ｒ２在 ０．２２４ ～ ０．２３６ 之间，说明模型能解释 ２２％以上搬迁户返迁意愿的变异程

度，模型总体拟合程度较好。 表 ２ 第（６）列是加入扶持政策、社会融入以及搬迁户家庭特征、个
人特征与搬迁变量的估计结果，后文的分析以此为基准。

１．扶持政策。 由表 ２ 第（６）列的估计结果可知，政府提供就业机会（ ｊｏｂ）在 ５％水平显著为

负，说明政府提供就业机会（包括提供本地就业机会、提供外地就业机会和提供劳动技能培训）
能够显著降低搬迁户的返迁意愿。 一般来说，搬迁户迁移到新的地方，直接面临的是维持生计

问题。 若当地政府能够直接提供就业机会或者提供劳动技能培训，进而解决就业问题，那么也

就直接解决了搬迁户的家庭生计问题，这对搬迁户在迁入地“稳下来”具有重要意义。
而扶持政策中提供产业发展支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ｕｐｐｏｒｔ） 、提供金融贷款支持（ 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ｕｐｐｏｒｔ）以

及提供社会保障（ ｓｏｃｉ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对降低搬迁户返迁意愿没有发挥显著作用。 可能的解释有两

方面：第一，与提供就业机会的扶持政策相比，这些扶持政策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发挥效果，也即

政策效果的显现可能有一定的时滞性。 若是如此，那么这个结论的政策涵义则表明，在未来后

续扶持政策的制定中，需要注意考虑政策发挥效果的时滞，应科学合理地提供和采用短期和中

长期扶持政策组合，从而在短期和中长期稳定搬迁户。 第二，可能是搬迁户对这些扶持政策不

满意或是对中长期扶持政策的效果持怀疑态度，从而导致这些扶持政策无法达到预设的目标。
根据调查显示，只有 ６０．７５％的搬迁户对当前提供的扶持政策持满意态度，而近 ４０％的搬迁户对

当前的扶持政策不满意。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虽然政府花费一定的人力、物力资源解决搬迁户

的生计问题，但由于政策的供给与需求无法有效对接，导致这些扶持政策对搬迁户的返迁意愿

没有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这是政策制定以及执行需要反思的。
２．社会融入。 由表 ２ 第（６）列的估计结果可知，搬迁户社会层级的改善（ ｓｏｃｉａｌ＿ｒａｎｋ）和邻里

之间互相帮助（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ｅｌｐ）能够显著降低搬迁户的返迁意愿。 其中，搬迁户社会层级是否改

善在 １０％水平显著为负，这意味着搬迁户社会层级的改善能够显著降低搬迁户的返迁意愿。 搬

迁户社会层级的改善说明搬迁户认为自己在迁入地的社会经济地位有所改善，是一种自我身份

的认同，其有助于降低搬迁户的返迁意愿。 邻里之间是否互相帮助在 １０％水平显著为负，说明

邻里互助能够显著降低搬迁户的返迁意愿，这与张鹏等 ［３］ 、孙力强等 ［２５］ 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邻

里之间能够相互帮助，说明搬迁户已经能够取得当地居民的认同，不会受到较为明显的社会排

斥，社会融入程度较高，从而搬迁户的返迁意愿较低。 是否参加当地村（居）委会选举投票（ ｖｏｔ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不显著，这与预期不一致。 可能的原因是参与当地的选举投票活动往往是一种强制性

活动，或是带有较强的人情色彩，其并不能很好体现搬迁户政治参与的意愿。 根据调查显示，只
有 １３％左右的搬迁户参选过迁入地的村（居）委会成员。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搬迁户的政治参

与意愿不强，其对返迁意愿的作用不明显。
３．控制变量。 在与搬迁相关的控制变量中，全家是否搬迁、旧房是否拆除和是否集中安置

显著为负，这表明搬迁户全家搬迁、旧房拆除和集中安置能够显著降低搬迁户的返迁，这意味着

未来的易地扶贫搬迁可适当强化这些措施的制定与执行。
综合扶持政策和社会融入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扶持政策中的短期政策和部分社会融入能

够显著降低搬迁户的返迁意愿，这说明仅靠经济的扶持政策并不能很好地解决搬迁户的返迁问

题，而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提高搬迁户的身份认同，进而提高搬迁户的社会融入程度有助于搬

迁户在迁入地稳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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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基准估计结果

变量
返迁意愿 １

（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６）
ｊｏｂ －０．４８０∗∗∗ －０．４８２∗∗∗ －０．４１１∗∗ －０．４１２∗∗

（ ０．１６４） （ ０．１６５） （ ０．１６５） （ ０．１６５）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ｕｐｐｏｒｔ －０．１５７ －０．１６８ －０．１２５ －０．１２６

（ ０．１６３） （ ０．１６５） （ ０．１６４） （ ０．１６６）
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ｕｐｐｏｒｔ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７

（ ０．２２２） （ ０．２２４） （ ０．２２１） （ ０．２２３）
ｓｏｃｉ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０．００５ ０．０４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８

（ ０．１８８） （ ０．１９３） （ ０．１９１） （ ０．１９６）
ｖｏｔｅ＿ｉｎｖｏｌｖｅ －０．３８５∗ －０．３７７∗ －０．３５１ －０．３４８

（ ０．２１６） （ ０．２１５） （ ０．２２０） （ ０．２１８）
ｓｏｃｉａｌ＿ｒａｎｋ －０．３７６∗ －０．４３２∗∗ －０．３３５ －０．３８２∗

（ ０．２０６） （ ０．２１３） （ ０．２１０） （ ０．２１５）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ｅｌｐ －０．３６５∗∗ －０．４０９∗∗ －０．３０９∗ －０．３５５∗

（ ０．１８２） （ ０．１８６） （ ０．１８７） （ ０．１９２）
ｌ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ｈａｒｅ －０．０９２ －０．０９６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７ －０．０８７ －０．０９５

（ ０．２４１） （ ０．２３９） （ ０．２４５） （ ０．２３９） （ ０．２４３） （ ０．２３９）
ｈｕｋｏｕ＿ｍｏｖｅ ０．１０７ ０．１４１ ０．２３５ ０．３０３ ０．１８３ ０．２３９

（ ０．２４０） （ ０．２３５） （ ０．２４４） （ ０．２３８） （ ０．２５０） （ ０．２４４）
ｆａｍｉｌｙ＿ｍｏｖｅ －１．１６６∗∗∗ －１．１５３∗∗∗ －０．９７４∗∗∗ －０．９３０∗∗∗ －０．９５７∗∗∗ －０．９２０∗∗∗

（ ０．１８１） （ ０．１８４） （ ０．２０５） （ ０．２０８） （ ０．２１３） （ ０．２１７）
ｏｌｄ＿ｈｏｕｓｅ＿ｒｅｍｏｖｅ －０．４６１∗∗∗ －０．４８５∗∗∗ －０．４０２∗∗ －０．４１６∗∗ －０．３７５∗∗ －０．３９５∗∗

（ ０．１７４） （ ０．１７５） （ ０．１７６） （ ０．１７９） （ ０．１７６） （ ０．１７８）
ｓｅｔｔｌｅ＿ｍｏｄｅ －０．６５５∗∗∗ －０．６５８∗∗∗ －０．６１７∗∗∗ －０．６１０∗∗∗ －０．５８６∗∗∗ －０．５８１∗∗∗

（ ０．１８５） （ ０．１８７） （ ０．１７９） （ ０．１８１） （ ０．１８７） （ ０．１８９）
ｆａｍｉｌｙ＿ｈｅａｌｔｈ ０．１２２ ０．１７０ ０．１６０

（ ０．１３４） （ ０．１３４） （ ０．１３６）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０．１１２ ０．０８２ ０．１０７

（ ０．１２７） （ ０．１２６） （ ０．１２７）
ｗｏｒｋ＿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０．０４２ ０．０３８ ０．０５１

（ ０．１５９） （ ０．１５９） （ ０．１６０）
ｇｅｎｄｅｒ ０．１０９ ０．１１６ ０．１４０

（ ０．２０７） （ ０．２０２） （ ０．２０７）
ｌｎａｇｅ －０．０７２ －０．２２６ －０．１８６

（ ０．３００） （ ０．３０８） （ ０．３０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５

（ ０．０１９） （ ０．０２０） （ ０．０１９）
ｃｕｔ１ －１．３０６∗∗∗ －１．３４１ －１．９７９∗∗∗ －２．７１４∗∗ －１．９８９∗∗∗ －２．５４６∗

（ ０．２９７） （ １．２８１） （ ０．３７０） （ １．３３４） （ ０．３７１） （ １．３１７）
ｃｕｔ２ －０．５２８∗ －０．５５９ －１．１８９∗∗∗ －１．９１８ －１．１８９∗∗∗ －１．７３９

（ ０．２９７） （ １．２７７） （ ０．３７０） （ １．３３０） （ ０．３７０） （ １．３１３）
ｃｕｔ３ ０．７６２∗∗ ０．７３３ ０．１３１ －０．５９３ ０．１３６ －０．４０９

（ ０．３１０） （ １．２６６） （ ０．３７６） （ １．３１７） （ ０．３７４） （ １．３００）
ｃｕｔ４ １．１１０∗∗∗ １．０８２ ０．４７１ －０．２５２ ０．４７７ －０．０６７

（ ０．３０９） （ １．２７６） （ ０．３６４） （ １．３２０） （ ０．３６３） （ １．３０４）
省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县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镇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５３０ ５２７ ５３０ ５２７ ５３０ ５２７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２２４ ０．２２５ ０．２２６ ０．２２９ ０．２３３ ０．２３６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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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稳健性检验

前文的估计结果表明政府提供就业机会的扶持政策和搬迁户社会层级的改善、邻里互助的

社会融入有助于降低搬迁户的返迁意愿。 由于返迁意愿是潜变量，其不同的衡量方式可能存在

较大差异，进而影响到模型的估计结果，在此本文对因变量设置两种不同测量方式对上述结论

进行稳健性检验。 估计结果见表 ３。
表 ３　 稳健性检验

变量
返迁意愿 ２ 返迁意愿 ３

（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７）

ｊｏｂ －０．３９７∗ －０．６６１∗∗ －０．７７４∗∗∗ －０．５７７∗∗ －０．７１６∗∗∗

（ ０．２１５） （ ０．２７７） （ ０．２６３） （ ０．２８３） （ ０．２７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ｕｐｐｏｒｔ －０．２０２ －０．４０１ －０．３９１ －０．３６５ －０．２５７

（ ０．２４８） （ ０．３２３） （ ０．３２６） （ ０．３５０） （ ０．３５８）

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ｕｐｐｏｒｔ ０．２０３ ０．３７３ ０．４１３ ０．３３１ ０．３９２

（ ０．３０３） （ ０．４１９） （ ０．４２９） （ ０．４７１） （ ０．４９５）

ｓｏｃｉ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０．０３３ －０．０５３ －０．０４０ －０．２８２ －０．３２３

（ ０．２８９） （ ０．４１９） （ ０．４２８） （ ０．５１８） （ ０．５５４）

ｖｏｔｅ＿ｉｎｖｏｌｖｅ －０．４７５ －０．２５１ －０．１３９ －０．２６２ －０．１４３

（ ０．３１３） （ ０．４９０） （ ０．４７６） （ ０．４６９） （ ０．４６２）

ｓｏｃｉａｌ＿ｒａｎｋ －１．１５１∗∗∗ －０．９８７∗∗∗ －１．１６５∗∗∗ －０．９８８∗∗∗ －１．１６３∗∗∗

（ ０．２７９） （ ０．２７２） （ ０．２９１） （ ０．２７７） （ ０．２８９）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ｅｌｐ －０．７３０∗∗∗ －１．４３４∗∗∗ －１．５６３∗∗∗ －１．４２５∗∗∗ －１．５７５∗∗∗

（ ０．２４７） （ ０．２６９） （ ０．３０７） （ ０．２６７） （ ０．３０３）

ｃｏｎｓ ３．６１８∗ ０．９４８∗ ２．８９４ ２．４９９∗∗∗ ５．９２１∗∗ ２．７８２∗∗∗ ６．８９６∗∗

（ １．９５４） （ ０．５３２） （ ２．５４４） （ ０．７３３） （ ２．７８０） （ ０．７２１） （ ２．６９７）

搬迁相关的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个人及家庭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省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县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镇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５０２ ４１４ ４１１ ４１４ ４１１ ４１４ ４１１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５４１ ０．５８０ ０．５８７ ０．６５７ ０．６６９ ０．６６８ ０．６８１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

如前文所述，本文第一个稳健性检验是将有序多分类的返迁意愿转为二元的返迁愿意。 本

文将问卷中明确表示不可能返迁以外的选择均归为可能返迁，也即将非常可能、比较可能和不

确定的回答均归为可能返迁。 这样的处理方法在其他相关研究中也较为常见，如张鹏等 ［３］ 将

“是否愿意转化为城镇户口”的“不愿意”和“说不准”统一归为“不愿意” ，梁土坤 ［２９］ 将“你愿意

在目前城市永久定居吗”的“不愿意”和“没想过”归为“不愿意” 。
同样控制省、县和镇固定效应，利用二元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 ３ 的第（ １）列。

可以发现，提供就业机会、搬迁户社会层级的改善和邻里互助分别在 １０％、１％和 １％的水平下显

著为负，该结果与基准估计结果一致，这表明上述结论的稳健性。
其次，本文第二个稳健性检验是用其他变量来衡量搬迁户的返迁意愿。 前文分析的因变量

是直接问搬迁户的返迁意愿，此处根据调查问卷，本文进一步利用“您是否打算在现居住地长期

居住（五年及以上） ”作为搬迁户返迁意愿的代理变量，若搬迁户打算在迁入地居住五年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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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则认为其没有返迁的意愿，否则有返迁意愿。 根据问卷回答情况，共有 ４４４ 户表达了肯定性

答复，合计占 ８３．７７％，而剩余的 １６．２３％则可能返迁。
同样利用二元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 ３ 的第（ ２）—（７）列。 从表 ３ 第（ ７）列结

果可知，提供就业机会、搬迁户社会层级的改善和邻里互助显著为负，与前文的估计结果一致，
这进一步说明上述结论的稳健性。

（三）内生性问题的讨论

上述实证结果表明部分扶持政策和社会融入对搬迁户的返迁意愿有显著影响，但是该结果

可能存在一定的内生性问题。 由于搬迁户的社会融入行为是非随机的，而是自愿选择的，返迁

意愿较强的搬迁户，可能本身更倾向于自我否定、与邻里吵架，本身更不愿意参与村（居）委会

的选举投票，社会融入程度可能更低，为此利用简单的均值分析社会融入对返迁意愿的影响可

能存在由于样本自选择的内生性偏误问题。
为此，本文进一步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 ＰＳＭ）对样本自选择问题做进一步的修正。 基本思

路是，根据搬迁户社会融入（本文选取邻里是否互助作为代理指标①）的影响因素识别出可以作

为社会融入的控制组。 参考杨菊华、马超等研究成果 ［３７－３８］ ，本文选择邻里是否熟悉、原居住地

耕地流转比例、户口是否迁移、全家是否迁移、安置模式、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是否有外出务工

经历、年龄和教育程度作为匹配变量②，基于核匹配法③在识别出控制组后，保留试验组和控制

组并重复前文的实证分析。
从表 ４ 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考虑样本自选择问题后，影响搬迁户返迁意愿的扶持政策和

社会融入指标与前文一致，也即政府提供就业机会、搬迁户社会层级的改善和邻里互助能够显

著降低搬迁户的返迁意愿，这也进一步说明前文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表 ４　 考虑样本选择偏误的估计结果

变量
返迁意愿 １ 返迁意愿 ２ 返迁意愿 ３

（１） （ ２） （ ３）

ｊｏｂ －０．３８６∗∗ －０．６２６∗∗ －０．７０１∗

（０．１８６） （ ０．２７４） （ ０．３９５）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ｕｐｐｏｒｔ －０．１９３ －０．３４２ －０．５６０

（ ０．１９０） （ ０．３１８） （ ０．３８７）

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ｕｐｐｏｒｔ ０．０５５ ０．３８９ ０．８２３

（ ０．２３８） （ ０．３９３） （ ０．５７６）

ｓｏｃｉ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０．１３２ －０．２２１ －１．０４０

（ ０．２２７） （ ０．４１０） （ ０．６８２）

ｖｏｔｅ＿ｉｎｖｏｌｖｅ －０．２２４ －０．２８４ ０．００６

（ ０．２２７） （ ０．４３２） （ ０．５５０）

ｓｏｃｉａｌ＿ｒａｎｋ －０．４６０∗∗ －１．２４２∗∗∗ －１．０７５∗∗∗

（０．２３２） （ ０．３３５） （ ０．３４７）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ｅｌｐ －０．４０１∗∗ －０．７８０∗∗∗ －１．４０４∗∗∗

（０．１９９） （ ０．２６１） （ ０．３０３）

ｃｏｎｓ ２．６４５ ６．９７２∗∗

（ ２．８２８） （ ２．８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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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采用搬迁户社会层级改善的结果也类似，限于篇幅限制，在此不再累述。
各模型的平衡性检验符合要求，限于篇幅限制，在此不再累述。
其他匹配法的结果也类似，限于篇幅限制，在此不再累述。



　 　 　 　 　 　 续表 ４

变量
返迁意愿 １ 返迁意愿 ２ 返迁意愿 ３

（１） （ ２） （ ３）

ｃｕｔ１ －３．４２７∗

（１．８００）

ｃｕｔ２ －２．５３８

（ １．７９６）

ｃｕｔ３ －１．２０１

（ １．７９６）

ｃｕｔ４ －０．８３３

（ １．８００）

搬迁相关的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个人及家庭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省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县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镇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７０ ３２８ ２５１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２６２ ０．５８３ ０．５８６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

五、结论

易地扶贫搬迁是 ２０２０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的重大民生工程，如何让搬迁户

在迁入地“稳得住”是易地扶贫搬迁工程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 本文基于 ５ 省 １０ 县 ５３０ 户易地

扶贫搬迁的数据，在控制调查对象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以及搬迁基本特征的基础上，采用因变量

的不同测量方式、考虑样本自选择偏误等技术，实证分析了扶持政策和社会融入对搬迁户返迁

意愿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１）政府提供就业机会对降低搬迁户返迁意愿具有显著促进作

用，说明这些措施起到了政策设定“稳得住”的目标，在未来易地扶贫搬迁项目的执行中可适当

强化这些扶持政策。 提供产业发展支持、提供金融贷款支持和提供社会保障支持对降低搬迁户

返迁意愿没有发挥显著的作用，这表明政府提供的扶持政策的制定不仅需要考虑政策发挥效果

的时滞，而且也需要注意政策供给与需求的有效对接。 （ ２）搬迁户自我身份的认同、邻里互助

能够显著降低搬迁户的返迁意愿，这表明积极营造搬迁户主人翁意识、和谐氛围是确保搬迁户

在迁入地能够“稳得住”重要的软环境。
易地扶贫搬迁是一项复杂的扶贫工程，如何实现“搬得出、稳得住、有事做、能致富” ，从根

本上解决“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搬迁户贫困问题和可持续生计问题是现在及未来扶贫工作

的重点和难点。 针对如何实现“稳得住” ，当前中央和地方政府采取了多样化的后续扶持政策，
但这些政策设定是否合理以及是否发挥效果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涵义是，
政府在提供丰富的经济扶持政策的同时，也要重视和解决搬迁户的社会融入问题。 同时，在政

策制定时，需要考虑政策发挥效果的时滞性，注意结合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的搭配使用，以确实

保证搬迁户在迁入地能够“稳得住” 。

参考文献：

［１］陈坚 ．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执行困境及对策———基于政策执行过程视角［ Ｊ］ ． 探索， ２０１７（４） ： １５３－１５８．

８３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１９ 卷



［２］邢成举 ． 搬迁扶贫与移民生计重塑： 陕省证据［ Ｊ］ ． 改革，２０１６（１１） ： ６５－７３．
［３］张鹏， 郝宇彪， 陈卫民 ． 幸福感、社会融合对户籍迁入城市意愿的影响———基于 ２０１１ 年四省市外来人口微

观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 Ｊ］ ． 经济评论， ２０１４（１） ：５８－６９．
［４］任远， 施闻 ． 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和回流效应［ Ｊ］ ． 人口研究， ２０１７（２） ：７１－８３．
［５］孙学涛， 李旭， 戚迪明 ． 就业地、社会融合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基于总体、分职业和分收入的

回归分析［ Ｊ］ ． 农业技术经济， ２０１６（１１） ：４４－５５．
［６］王宏新， 付甜， 张文杰 ． 中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演进特征———基于政策文本量化分析［ Ｊ］ ． 国家行政学院

学报， ２０１７（３） ：４８－５３．
［７］周恩宇， 卯丹 ． 易地扶贫搬迁的实践及其后果———一项社会文化转型视角的分析［ Ｊ］ ．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１７（２） ：６９－７７．
［８］殷浩栋， 王瑜， 汪三贵 ． 易地扶贫搬迁户的识别：多维贫困测度及分解［ Ｊ］ ．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２０１７

（１１） ：１０６－１１６．
［９］李宇军， 张继焦 ． 易地扶贫搬迁必须发挥受扶主体的能动性———基于贵州黔西南州的调查及思考［ Ｊ］ ． 中南

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１７（５） ：１５６－１５９．
［１０］陈胜东， 蔡静远， 廖文梅 ． 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减贫效应实证分析———基于赣南原中央苏区农户的调研

［ Ｊ］ ．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２０１６（６） ：６３２－６４０．
［１１］汪磊， 汪霞 ． 易地扶贫搬迁前后农户生计资本演化及其对增收的贡献度分析———基于贵州省的调查研究

［ Ｊ］ ． 探索， ２０１６（６） ：９３－９８．
［１２］黎洁 ． 陕西安康移民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策略与适应力感知［ Ｊ］ ．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６（ ９） ： ４４

－５２．
［１３］付少平，赵晓峰 ． 精准扶贫视角下的移民生计空间再塑造研究 ［ Ｊ］ ．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１５（６） ： ８－１６．
［ １４］Ｈｅｒｂｅｒｌｅ Ｒ．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Ｕｒｂａ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

ｇｙ， １９３８， ４３（６） ： ９３２－９５０．
［１５］Ｌｅｅ Ｅ 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Ｊ］ ．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１９６６， ３（１） ： ４７－５７．
［１６］Ｌｅｗｉｓ Ｗ 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Ｕｎｌｉｍｉｔｅｄ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Ｊ］ ． Ｔｈｅ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９５４， ２２（２） ： １３９－１９１．
［１７］Ｒａｎｉｓ Ｇ， Ｆｅｉ Ｊ Ｃ Ｈ．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６１， ５１（ ４） ： ５３３

－５６５．
［１８］Ｔｏｄａｒｏ Ｍ Ｐ． Ａ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ｎ Ｌｅｓ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６９， ５９（１） ： １３８－１４８．
［１９］程名望，史清华，徐剑侠 ．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动因与障碍的一种解释［ Ｊ］ ． 经济研究，２００６（４） ： ６８－７８．
［２０］李强， 龙文进 ． 农民工留城与返乡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Ｊ］ ． 中国农村经济， ２００９（２） ： ４６－５４．
［ ２１］Ａｈｉｔｕｖ Ａ， Ｋｉｍｈｉ Ａ． Ｏｆｆ－Ｆａｒｍ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２（２） ： ３２９－３５３．
［２２］Ｋｎｉｇｈｔ Ｊ， Ｇｕｎａｔｉｌａｋａ Ｒ． Ｇｒｅａｔ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ｏｆ Ｒｕｒａｌ－Ｕｒｂａｎ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０（１） ：１１３－１２４．
［２３］程名望， 史清华， 许洁 ． 流动性转移与永久性迁移：影响因素及比较———基于上海市 １４４６ 份农民工样本的

实证分析［ Ｊ］ ． 外国经济与管理， ２０１４（７） ：６３－７１．
［２４］盛济川， 施国庆 ． 水库移民贫困原因的经济分析［ Ｊ］ ． 农业经济问题， ２００８（１２） ：４３－４６，１１１．
［２５］孙力强， 杜小双， 李国武 ． 结构地位、社会融合与外地户籍青年留京意愿［ Ｊ］ ． 青年研究， ２０１７（３） ：２１－３０．
［２６］任远， 乔楠 ． 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过程、测量及影响因素［ Ｊ］ ． 人口研究， ２０１０（２） ：１１－２０．
［２７］Ｗａｎｇ Ｗ Ｗ， Ｆａｎ Ｃ Ｃ．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ｄａｐｔ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Ｊ］ ．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２， ５３（６） ： ７３１－７４９．
［２８］张华初， 曹玥， 汪孟恭 ． 社会融合对广州市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 Ｊ］ ． 西北人口， ２０１５（１） ：７－１１．
［２９］梁土坤 ． 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Ｊ］ ． 人口与社会， ２０１６（２） ： ６３－７４．

９３

第 ３ 期 吕建兴，曾小溪，汪三贵：扶持政策、社会融入与易地扶贫搬迁户的返迁意愿



［ ３０］Ｇｏｒｄｏｎ Ｍ．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ｆｅ：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Ｒａｃ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ｓ［Ｍ］ ．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４．

［３１］ Ｊｕｎｇｅｒ－Ｔａｓ Ｊ． Ｅｔｈｎｉｃ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ｒｉｍｅ［ Ｊ］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ｎ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１， ９（１） ： ５－２９．

［３２］Ｅｎｔｚｉｎｇｅｒ Ｈ， Ｂｉｅｚｅｖｅｌｄ Ｒ．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ｉｎｇ ｉｎ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ｒｅ ｏ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０３．

［３３］刘建娥 ． 从农村参与走向城市参与： 农民工政治融入实证研究———基于昆明市 ２０８４ 份样本的问卷调查

［ Ｊ］ ． 人口与发展，２０１４（１） ： ７０－８０．
［３４］周皓 ． 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制度与教育［ Ｊ］ ． 人口与社会，２０１６（４） ： ２１－３５．
［３５］王子成， 赵忠 ． 农民工迁移模式的动态选择：外出、回流还是再迁移［ Ｊ］ ． 管理世界， ２０１３（１） ：７８－８８．
［３６］石智雷， 薛文玲 ． 中国农民工的长期保障与回流决策［ Ｊ］ ．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２０１５（３） ：１４３－１５２．
［３７］杨菊华 ． 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 Ｊ］ ．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５（２） ： ６１－７９．
［３８］马超，顾海，孙徐辉 ． 城乡医保统筹有助于农业流动人口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吗？ ［ Ｊ］ ． 中国农村观察，

２０１７（２） ： ４１－５３．

（责任编辑：刘浩）

０４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１９ 卷


